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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时说：“《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什么呢？在“横扫”、破“四旧”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工作组和发动红卫兵运动中，他遇到党内右派集团的顽强抵抗，因而发现了一条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是这条路级的嚣张表现；“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是这条路线对他的公然挑衅。对此，毛十分恼火，决定乘胜追击，不给刘、邓喘息机会，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他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善搞群众运动即暴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通过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煽起了红卫兵造反狂热；他还通过免费供吃、供喝、供穿、供住和供车的红卫兵大串连，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使红卫兵纵欲天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枪弹和炮灰；他还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导“横扫”和大破“四旧”，鼓励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肆意践踏人权，任意屠杀弱势群体，培植他们暴戾恣睢的兽性。毛泽东的“群众”终于被发动了起来。他要借助“群众”的暴力乘胜追击，为向刘、邓全面夺权扫清道路。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向党内右派发动总攻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毛泽东的圣谕，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高调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十月进击的号角。会上，毛泽东借红卫兵造反之势，严厉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和其他中央大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迫使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等大员，协调一致地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口径，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是“一条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等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线推动和指挥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揪斗包括那些“想不通”在内的各级当权派的狂潮，席卷全国。

对此，三十多年后，当年被毛泽东投入监牢的枪手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认为那是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以自己为革命对象”，主要革“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的命，破“四旧”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等等。这位临终不忘颂扬恩师的枪手，却忘记了他不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几件大事：他“忘记”了毛泽东授权和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那篇社论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忘记”了他本人在毛泽东授意下起草的包括破“四旧”在内的《十六条》，那个文件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他“忘记”了他本人参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个讲话大反“四旧”，大声赞扬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好得很”；他还“忘记”了毛泽东发出的“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那个指示酿造了全国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大屠杀，等等。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这句话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理由因毛要批判“资反路线”就去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如果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是句真话，那么，是否可以证明，“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这个历史公论不可推翻？是否还可以证明，王力这位当年毛的枪手，正是“集体犯罪”中的重要罪犯，因而他的倒台是罪有应得？枪手的“反思”，有意回避毛泽东为打倒刘、邓所设计的“层层剝笋”的战略战术：批《海瑞罢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舆论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大破“四旧”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大破“四旧”所煽起来的红卫兵疯狂，为批判刘、邓党内右派势力的“资反路线”，积聚了能量，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制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首先在学校里发动，接着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扩展。北京红卫兵遵照指示，派出学生到各地“串连”，发动和指导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那些省部级大员们，那些地、县级官老爷们，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在他们面前，都是党的化身，都是真理的传人，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各级官老爷面前，他们只能诚惶诚恐地躬身哈腰，听从他们“一贯正确”的训导，服从他们“一贯正确”的驱使，听凭他们“一贯正确”的宰割。因此，他们多么希望能站起身来，挺起胸来，同“一贯正确”的官老爷们平等对话！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但在毛、周、江左派的统一指挥下，不平等对话的毛式揪殴法，强暴了他们“平等对话”的愿望：全国从中央到各地，各级党委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者，许多人被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分子——拉到台上批斗、殴打。“回去仍然不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中央局”级大员，自然首当其冲，使毛泽东能在“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中得以让毛的“群众”用毛式揪殴法去“检验”他们。

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老百姓的批判锋芒，并不局限在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他们还要借机批判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的当权派，清算他们文革前的种种恶行、劣迹：

他们批斗那些曾欺压过老百姓、对老百姓进行过打击报复的当权派；他们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公开给文革前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百姓平反昭雪；他们还要求党、政、军各级当权派，向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的老百姓赔礼道歉、平反昭雪，甚至要求那些因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解回乡的老百姓回城、复职；上海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人们，则提出了取消等级歧视政策，要求与国营工、集体工政治待遇平等，经济上同工同酬，等等。

这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对此，湖南红卫兵造反派杨曦光先生，首先提出“两种文革”的概念：一种是“毛泽东文革”，一种是“群众文革”。在“群众文革”里，就体现这种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这些民主诉求原本是“非法”的，但为了打倒右派当权派，毛泽东便赐予老百姓以“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暂时“合法”化。显然，这是毛的权宜之计。尽管老百姓借助毛倡导的所谓的“大民主”，向当权派提出的一些民主诉求是合理的，但在独裁的政治氛围里，这些合理的民主诉求，只能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淹没在批判“资反路线”汪洋大海里的微弱呼声。如果将这种微弱的民主呼声理直气壮化，就会遭到毛泽东的无情镇压：上海工人合理的经济要求，被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批判，杨曦光因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并判十年徒刑，就是这种“理直气壮”民主诉求的结局！

应当指出的是，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同红卫兵造反派用新的不平等对话——毛式揪殴法揪殴当权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前者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体现，后者是痞子、流氓无产者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法西斯暴政。面对这种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因要利用其不满情绪打倒右派，故能暂时容忍前者，积极支持后者；但对于在“横扫”和破“四旧”中积极支持贵族红卫兵的党内右派和中间派来说，这两种政治诉求，都是无法容忍的洪水猛兽！

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大权旁落，成了众矢之的；那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中暴虐无比的为毛泽东立下赫赫战功的贵族红卫兵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保皇派”。但很快他们“清醒”起来，联手成立了右派造反组织，以打着狠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造反旗号，与左派造反派相抗衡。

1966年12月26日，在批“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迎来了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在中南海游泳池摆了一桌寿宴，邀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参宴，江青当然其中。席间，当人们举杯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来，举杯向赴宴者发出了令人惊愕的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是著名的“生日号召”——这是支持左派造反派用武力向右派夺权的号召！尽管事后御用精英们把这句狂言修改成“为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干杯”，但赴宴权贵们已经领悟到了“伟大领袖”号召的“精神实质”：消灭一切反抗者！于是，在四天后的12月30日，参宴者张春桥，便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导演了“生日号召”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绞杀上海赤卫队，打伤91人；“生日号召”后不到一个月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之内双方打死29人（另一说24人），打伤80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全面内战”，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对此，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在先。1966年10月，他在批复给林彪呈送的“快报”上，赤裸裸地展现了魔王的杀戮心态：

“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毛泽东为什么号召自己领导下的国家全面内战呢？枪手王力在他的《反思》中说，是毛泽东怕“中国改变颜色。”这是枪手给魔王的开脱和粉饰。实际上，这种所谓“中国改变颜色”的说教，亦即乌托邦共产理想主义的说教，是毛泽东和王力等精英们对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所做的“理论”包装，因而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谎言。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日益强大，迫使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受压的境地。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他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详见第13章“纵火”）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荼毒生灵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飚，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1967年2月3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暴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这个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权力情结，被他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等一类“理论”包装起来；而那个耸人听闻的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的“全面较量”，又被中央文革包括王力在内的左派精英们，论证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毛的包装和王等的“论证”，使这个伪命题，在中国横行霸道了许多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历史再次证明：古往今来的大奸大恶们，都善以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面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为了不给党内右派当权派们喘息的机会，在12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动员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到了1967年年初，毛泽东下令取缔了周恩来为后台的、以“保爹保娘”为目的的“联动”等贵族红卫兵组织，打倒了支持各地党内右派当权派的中共常委陶铸，以敲打周恩来。由于预见到党内右派当权派可能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造反派，1月13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详见第12章一），限制各地当权派的权力，并警告他们说：“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由于批“资反路线”和斗“走资派”受到了党内右派激烈反抗，特别是面对各地右派造反派势力迅速膨胀左派造反派处境相对困难的形势，根据毛泽东提议，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要“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是毛泽东运用权力，为改变左派造反派受压处境所采取的专政措施。

在毛、周，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鼓动和领导下，北京红得发紫的红卫兵组织，诸如聂元梓麾下的“新北大”、蒯大富旄下的“井冈山兵团”等，纷纷组成了名目繁多的类同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宣传队”等造反组织，把手伸向全国各地，从而构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首都红卫兵各司令部——驻各地联络站”行之有效的指挥和反馈系统；与此同时，北京派出的密使、公使，也纷纷在各地主要城市登场、亮相。——全国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通过三个多月的步步进逼，毛泽东支持的左派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与右派“保皇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样，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全面夺权战略部署的毛泽东，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把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走资派”的十月进击，推向高潮，从而为在全国全面夺取刘、邓右派的权力，做好了准备。  

